杜牧《阿房宫赋》的文体文化意义

湖南一刘伟生

摘要:《阿房宫赋》采用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与相关物象讽喻现实，而且比《过秦论》更

        强调极权者个人与天下民众的对立，关涉宏大的治乱问题，具有水恒的文化意义。

      《阿房宫赋》的地位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在写作技法尤其文体运用上的

        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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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房宫赋》是杜牧的代表作，代有嘉许与崇奉。自列人中学语文教材以来，更有大

量文字对其赏鉴，本文关注的不仅仅是它本身的内涵与体貌，还有它作为独特个体在更宏

大的文体、文化演变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阿房宫赋》的产生背景

     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远祖杜预是文武全

才，为晋朝征南大将军，撰有《左传集解》。祖父杜佑，历任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

也勤于学问，著有《通典》一书。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杜牧对这样的出身颇为自

豪，其《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说:“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

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但随着祖父、父亲的相继去世，杜牧家道中衰，落到变卖房产、

走亲乞讨、无衣无食的境地。不过这样的境地，反而激起他奋发图强之志与报国安民之心:

“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徨。腥擅一

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这也助长了他“刚直有奇节，

不为龄龄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①的性格。

    杜牧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边患不断，国势日益衰危。杜牧注《孙

子兵法》，作《罪言》《原十六卫》，主张削藩、强兵、固边，大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气概。

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不但不励精图治，反而滥用财力、大兴土木、沉迷声色，这更加
激起了杜牧的谏挣意识。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自述:“宝历(唐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阿房宫赋》是借古说今之作，也是直指最高统治者的谏挣之作。好在赋写得委婉而富有才气，所以还能成为进身之阶。《唐才子传》载:“初未第，来东都，时主司侍郎崔哪、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赛进渴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君选才，仆敢不薄施尘露。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措蜀朗诵之，哪大加赏。曰:‘请公与状头。’哪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请第五人;更否，则请以赋见还!’辞容激厉。哪曰:‘请生多言牧疏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后又举贤良方正科。”②这段话说明《阿房宫赋》是杜牧自己满意的、用以行卷或温卷的作品。这篇赋也确有才情，而且赋中讽喻不至触怒当局，所以能得到士子与主考的激赏。此外杜牧显然没有直接拜访主考，但主考已听闻或据此认为他“疏旷不拘细行”。

    杜牧二十六岁中进士，历官弘文馆校书郎，监察御史，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中书舍人等，终年五十岁。著有《樊川文集》，赋作不多，唯存《阿房宫赋》《望故园赋》《晚晴赋》等三篇

  《阿房宫赋》的题材主旨与文化意义

  (一)基本内容与讽谕主旨

    《阿房宫赋》前半部分铺陈阿房宫建筑之奇、美女之众、珍宝之富。建筑之奇是从蜀山地势与阿房整体的宏大突兀写起的，然后从不同角度展示阿房宫的规模、走向、形貌乃至宫内气候的不一:“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③宏伟壮丽的阿房宫覆压山河、隔离天日，其脉迹北构西折，各抱地势，其形貌如蜂房水涡，如长虹卧波，而宫内建筑，各个不一，所以歌台舞殿，气候不齐、感受殊异。美女之众则从其来源写起，然后渲染其影响与遭际:“妃缤滕墙，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辈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④天下一统，六国妃缤西归人秦，由是秦宫暴满，以至于开镜如闪明星，梳鬃似理乌云，弃脂可腻渭流，焚椒可雾晴川，而宫车虽响若惊雷，却有许多宫女终生见不到国君。写珍宝之富也说其收罗天下而不知珍重:“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秦人视之，亦不甚惜。”⑤东方六国世世代代的搜刮累积，都汇聚到这阿房宫里来了，但秦人用鼎如档，

视玉如石，将黄金珠宝当成土块沙砾，弃掷满地。

    赋的后半部分主要是感怀与议论，先以一系列对比，强调秦的掠夺与奢靡，骄横顽固，终于倾国覆亡:“磋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⑥取物不遗巨细，用之却如泥沙，阿房所费栋柱、梁椽、钉头、瓦片等比农夫、工女、粟粒、帛缕还多，民不堪命，于是陈涉揭竿而起，刘邦攻人关中，项羽一把火烧掉阿房宫，秦王朝结束了短命的历史。最后总陈原因，说秦及六国的灭亡，都是因为不爱惜人民的缘故。

    这与贾谊《过秦论》所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基本上属于同一论调，只不过杜牧假借的是阿房宫这一具体之物，批判的侧重点在秦始皇的穷奢极欲，而其真正的目的还不止于“过秦”。所以《古文观止》的编选者说:“前幅极写阿房之瑰丽，不是羡慕其奢华，正以见骄横敛怨之至，而民不堪命也，便伏有不爱六国之人意在。所以一炬之后，回视向来瑰丽，亦复何有。以下因尽情痛悼之，为隋广、叔宝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不若《上林》《子

虚》，徒逢君之过也。”⑦前半的铺陈是为了后半的议论，而这议论实关治体，是借古以讽今。所以其主旨在讽喻、在影射。但赋本身并不带刺，因为它的命意是委婉间接的类推与预设出来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二)由来影响与文化意义

    作者虽委婉间接，读者却心知肚明，其中原因，除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与作家个人的写作习性外，“过秦”业已成为民族文化的母题，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过秦”是汉初的热门话题，钱锤书先生在其《管锥编》里曾有概括:“《史记·陆贾列传》汉高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亡失天下’;‘过秦’‘剧秦’遂为西汉政论中老生常谈。严氏(指严可均)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晃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骤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疏》等，不一而足。贾生《过秦》三论外，尚复《上疏陈政事》，戒秦之失。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也。”⑧这老生常谈的啃矢就是陆贾，而代表之作却归贾谊。

    陆贾为响应刘邦号召而作的《新语》，有多处论述秦失天下的原因。如《道基》篇说:“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⑨批评的是秦朝重刑而不尚德的治国纲领。如《辅政》篇说:“居高处上，应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贤圣为杖……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⑩由“仁义”与“刑罚”之别，进一步论及用人不当的问题。其他如《无为》《辨惑》篇指斥秦朝对外穷兵默武、对内严刑酷法、好作台榭宫室、不能明辨是非等。应该说陆贾的这个奠基是比较全面的。

    稍后，张释之、贾山等人也做了探讨。贾谊《过秦论》更集中笔力对秦的兴亡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到汉武帝时，主父堰、严安、伍被、董仲舒、刘安、司马迁等人介人“过秦”行列，纷纷发表意见，“过秦”几成社会思潮与言说方式。

    总的来看，汉人过秦的结论主要集中于这样几条:重刑罚而轻仁义，兴兵甲而征摇戍，退贤才而用奸臣，骄奢淫逸，焚书坑儒。同时也应该看到，“过秦”是为了“宣汉”与“弘儒”。

    《过秦论》成为经典离不开它固有的史论价值与文学价值，也与“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推崇以及后世审美风尚、社会风气等外在的因素”@有关。司马迁和班固都引《过秦论》为史论，由此奠定了它作为史论经典的地位。到了六朝，有陆机《辨亡论》、干宝《晋论》以为模拟，有左思《咏史诗》以为论说文典范，更有萧统《文选》以其为“论”体之首篇，《过秦论》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亦由此而形成。此后，《过秦论》作为模拟对象、典故甚或

意象频频进人文人诗赋。比如苏向的仿作《六国论》，比如徐彦伯《登长城赋》所云“贾谊则洛阳才子，飞雄论以过秦”，比如由阿房宫而生发的废墟意象等。

    从更宏观的视角而言，剧秦、过秦、刺秦已然成为一个源源不断的文化母题，成为讨论兴亡之理的样本与言说方式。当然这种言说方式所体现的主要是“拨乱反正”之后儒家文化的话语权利，并且承袭着春秋笔法与述而不作的传统，其间多少有一些民本的呼声与不满强权的意愿，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因为伴随着“过秦”的必然有“宣汉”与“弘儒”，对前朝及其指导思想的评价往往是否定多于肯定，所以有学者说“过秦”的局限体现在“重其亡而忽其兴”“扬道德而非法治”“笃于义而薄于利”⑩。如果不涉及历史背景与具体细节，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了解了总体的文化背景，我们就知道了杜牧《阿房宫赋》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首先与其选材及立意有关。它所涉及的是关乎治乱的宏大而永恒的话题，采用的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以及与之关联的物象，而且比史上名篇《过秦论》更强调极权者个人与天下民众的对立。诚如马积高先生所言:“在此以前总结秦亡教训的诗文很多，也有不少人能从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立论，但是，还没有

一篇作品像此赋一样通过一个特殊的事物(阿房宫的兴灭)，把人民与独夫的尖锐对立，揭露得如此形象而深刻。”⑩明乎此，我们也更能充分地理解《阿房宫赋》的文化意义。

 《阿房宫赋》的文体意义

      仅就题材内容而言，《阿房宫赋》是无法超越《过秦论》尤其整个汉代的过秦成就的，它的地位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写作技法尤其是文体运用上的新变。这种新变从赋体这一面来看是促成了新文赋的成熟，从论体这一面来看是以赋为论，赋、论结合。

    (一)写作技法的新变

    写作技法上的新变具体体现在描写与议论的相得益彰、音韵与节奏的错落有致。

    1。描写与议论的相得益彰

    描写源于赋体铺陈的传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刘祝:《文心雕龙·淦赋)))原本就是赋体的优长。杜牧充分发挥了这种传统手法，对阿房宫进行了总体的铺陈与细致人微的描绘。写其外貌，说是“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可见其规模之大、楼房之高;又说“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人宫墙”，可见其依山跨水，气势雄伟。写其内景，则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可见楼阁密集;说是“廊腰漫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可见游廊回环曲折，屋角错综对峙;还说其“盘盘焉，困困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可见楼阁既多又形态各异。还有源出于纵横家的散文后被辞赋所承继的繁复的排语，如对宫中美女的铺写，叠用六组“也”字句，不见堆砌，反觉纷至沓来，气雄势猛。清人包世臣说:“繁以助澜，复以巴趣。复如鼓风之浪，繁如卷风之云。浪厚而荡，万石比一叶之轻;云深而酿，零雨有千里之远。斯诚文阵之雄师，词囿之家法矣。”@其实这种既繁复又畅

快的美学风貌，于《阿房宫赋》而言，又何尝不是说客散文与体物辞赋交互相融的结果。

    《阿房宫赋》中的这些描写也用了赋体习见的夸张与想象。

    按《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修阿房宫，是因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终始皇之世，阿房宫并未完工，且阿房宫的兴建始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距始皇之死不过两年。说明阿房宫的修建有其实际的需要，而整体的规模与宫女“漫立”的情况也多半为想象与夸张的产物。对这一问题，前人早有质疑，南宋赵与时《宾退录》说:“牧之赋与秦事抵梧者极多。如阿房广裹仅百里，牧谓‘覆压三百余里’。始皇立十七年，始灭韩，至二十六

年，尽并六国，则是十六年之前，未能尽致侯国子女也，牧乃谓‘王子皇孙，辈来于秦，为秦宫人，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阿房终始皇之世，未尝讫役……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宫人未尝得居。”⑩

    现在看来，杜牧在这样几个方面确实做了文学化的处理:

    一是阿房宫的修建目的。秦修阿房，既有现实的需要，也有政治上的考量。因为旧有的都城与宫殿规模太小，已经不能满足秦一统天下后的实际需要;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也需要经济、文化的配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咸阳也应有足够的气魄来展示国威，震慑诸侯。后来萧何治未央宫时便说过“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⑩的话。当然也不排除极权时代的统治者们个人享乐的因素，但杜牧刻意强化了奢靡的一面。

    二是宫殿的规模与格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阿房宫的状貌有一点记叙:“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网。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⑩千余年后写的《阿房宫赋》说阿房宫建筑面积“覆压三百余里”，说宫内建筑“矗不知几千万落”，写建筑物的状貌用“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写宫中氛围用“歌台暖响”“舞殿冷袖”，显然是文学的夸张甚至浪漫的想象。

    三是宫内生活的描写。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多半也是想象与虚构。

    这种文学化处理的用意，当然是以秦为鉴，警戒当世。文学化处理需要凭想象虚构的能力。刘熙载说:“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⑩杜牧是善于构象的，他将阿房宫气势之雄、楼阁之众、连廊之曲、檐牙之巧写得精妙如画，将宫女姿容之美、装饰之富、仪态之妍、心理之微写得生动逼真。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用的构象手段，有直接的描摹，更多的是以比喻为主的修辞。如“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霹何虹?”有描摹，也有比喻，虚实结合，故作反问，真可谓情形兼备。写宫中女子，以明星喻妆镜，以绿云喻发饰，以渭河涨水喻宫人泼下的残脂剩粉，以天空弥漫烟雾喻宫中点燃的椒兰，以雷鸣喻宫车声，写尽了宫女的众多、艳丽与奢华，也写出了始皇的威淫。更有“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二句十六字，使用移觉、移情、互文、对比、借代、夸张、比喻、引用成言等多种修辞手法，对宫殿与宫中女子的命运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构象。听觉的“歌”、视觉的“舞”与触觉的“冷”“暖”相融互通，余韵无穷，是谓移觉;声“响”与舞“袖”本无情感，但气候之词“冷”“暖可兼喻人情，将人情移于物事，使景中含情，是谓移情;“歌台”“舞殿”，互文见义;“暖响”“冷袖”借指宫内气氛;“风雨凄凄”是《诗经》中的成言，也用比喻与夸张。凡此种种，“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⑩，足证杜牧的构象能力。

    更为可贵的是，《阿房宫赋》在张扬传统赋法的同时，还发表了寓意深刻的议论。

    就全赋的结构而言，前两段的铺陈、描绘其实是为后文的议论张本的，后两段的议论也是前文铺陈、排比的必然归宿。第三段夹叙夹议，写秦的掠夺、骄奢及其灭亡。第四段点题并暗喻讽谏，说六国与秦的破灭都是不爱其民的结果，然后使用假设与类推:“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假设与类推也是为了最后的警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种回环往复，层层推进的议论，形象鲜明、自然平易，既展示了赋法体物之美，又发挥着论体简洁警醒的优长，所以成了以赋为论，赋、论结合的典范。许东海先生即说《阿房宫赋》的创作旨趣基本上脱胎于《过秦论》，而能“不让前贤专美于前”的原因就在于《阿房宫赋》像《过秦论》一样具有以赋为论的创作取向。并说这种创作取向是“借由赋体铺采搞文的美丽语言进行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讽谏职志”，这种创作实践“可视为杜牧意图以辞赋虚拟谏书的创作实践”⑩。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赋体虽然也有讽谏的要求，但其所占篇幅甚少，实际效果也非常有限，甚至适得其反;骄文发扬着赋体铺陈的优长，并从形式上走向极致，内容却因此而日益空泛。隋唐以来，形式主义文风不断得到批评与反正，到韩、柳“古文运动”，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较之于诗、文，赋体改革的历程依然缓慢。杜牧既简化赋体并借助多种修辞，使板滞的赋体更加灵动，又将自己所擅长的议论注人其中，无疑使《阿房宫赋》成为赋体演变史上重要的标本。

    2。流畅而错落的节奏

    《阿房宫赋》的广泛流传，还得归功于它平易流畅而又错落有致的语汇与音韵之美。

    赋的开头四句便如泰山拔地，气度非凡:“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三字四句，两两相对，互为因果，双音名词，单字动语，人声为韵，给人以激越、奇峭之感。短短十二字，便将阿房宫修建的历史背景及耗费的人力物力，乃至阿房宫自身的规模体制都凸显出来了，极具视觉冲击力。不光开头，其实整篇赋都是抑扬有致、长短错落、词汇多变而声情并茂。

    赋中四字句，如“十步一阁”“钩心斗角”“辞楼下殿”“尽态极妍”“金块珠砾”“鼎档玉石”“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等，大都讲求平仄相间、音韵和谐。赋中大量使用叠词和双声叠韵词，如“溶溶”“辘辘”“盘盘”“困困”“融融”“凄凄”“荧荧”“扰扰”“磷磷”“地势”“五步”“蜀山”“参差”+,逸”“精英”等，也使音节富于变化，增加了赋作抑扬顿挫

的声韵之美。

    赋末的类推，还利用“六国”“秦”“后人”等词句的叠加与“也”字句尾，形成回环往复而又干脆利落的语调音节，读来既酣畅淋漓又慷慨激昂。“也”字结句，可骄可散，末段的“也”字句为散句，第二段铺陈宫女的六个“也”字句却是整句。第三段写阿房宫的巨额耗费则连用六个“多于”句，连散成排，可使文章气势更为急促奔放。但杜牧并不一味讲究工整，相反有意用散文之气于骄偶之中，追求既律且纵、谐而多变的错落之美。如:“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漫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困困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四字句中交错使用两个三字句和一个八字长散句，三字铿锵、八字舒徐，读来便给人以刚柔相济、张弛有度的感觉。再如铺陈宫女的六个“也”字句后，用了“一肌一容，尽态极妍，漫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这样的句子，使飞张的气势突然停止，将宫女的哀怨与愁苦聚焦成缓慢阻滞的节奏，真是笔里藏锋，意在言外。更

不必说那六个“多于”句后的感唱:“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以抑扬顿挫的声调道出“秦爱纷奢”的结果，怪不得林琴南赞叹它“善为悲壮之声”

    双音词的使用，如“蜀山，，“宫墙”“长桥”“宫车”“泥沙”“言语”等，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声韵美。

    (二)新文赋标志性作品

    这种种技法的新变尤其以论为赋与以文为赋的实践，使《阿房宫赋》成为新文赋标志性的作品。

    1。文赋的特征与由来

    文体界定向来难有统一标准，其中原因，除了界定者的偏见外，文体自身的兼融性与动态发展性也是重要原因。刘祝阐释“论”体特性时说:“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诊文则与叙、引共纪……八名区分，一撰宗‘论’。”⑩而项安世则直接说:“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辨亡》，皆赋体也。”⑩文体之间的兼容混杂给文体的分类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只能约定俗成地

定其大概了。所以张融《问律自序》云:“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文赋概念源出祝尧:“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⑩吴呐引祝尧之说，并称宋人作赋有二体:“一曰徘体，二曰文体。”⑩正式提出“文赋”概念的是徐师曾。@

    有关文赋特征的描述是从祝尧的批评开始的。祝尧认为:“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耳。”⑩祝尧强调赋的直述与情辞，认为以论为赋有失赋之本义。在卷四《长杨赋》题注里，祝尧更区分了“以赋为赋”与“以文为赋”:

        如《子虚》《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犹 是赋，至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厥后唐末宋时诸公以文为赋，岂非滥筋于此?盖赋之为体固尚辞，然其于辞也，必本之于情而达之于理;文之为体每尚理，然其于理也，多略乎其辞而昧乎其情〔}故以赋为赋则自然有情有 辞而有理;以文为赋则有理矣，而未必有辞，有辞矣，而未必有情〔}此等之作，虽名曰赋，乃是有韵之文，并与赋之本义失之矣!⑩

    此后则多从散文特性角度论说文赋。如陆菜说文赋:“其体阂衍迁徐，极诸讽颂，虽句栉字比，依音声饰，藻绩而疏，古之气一往而深，近乎文矣。”⑩孙梅说文赋:“出荀子《礼》《智》二篇，古之有韵者是已，欧、苏多有之。”丘琼荪说文赋:“既不断断于格律，亦不兢兢于排比对偶，第以散文方法行之。”⑩铃木虎雄说文赋:“在其气势流动一贯，有散文之风。此散文风气之有无者，余因而以为决定其为文赋邪否之标准。”⑩曹明钢先生则认为文赋是受唐宋古文运动影响而产生的“韵散配合、骄散兼施、用韵宽泛和结构灵活”⑩的一种赋体。

    综合各家论说，可知文赋的特点，一在议论化，二在散文化。而就赋史实际而言，文赋实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文赋”可指诗赋、骚赋以外的所有近文赋体，如散体大赋、骄赋、律赋等，取其近文的特点。狭义的“文赋”，则特指伴随着唐宋古文运动而产生的文赋，马积高先生称之为“新文赋”⑩。较之于骋辞大赋，新文赋骄散兼施，不拘“散一韵一散”的结构模式，融叙事、状物、抒情、论理于一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文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赋与论的结合，其由来既是赋体演革的结果，也有直接从论体发展而来的因素。

    赋的散化，按祝尧的说法，“实自《卜居》《渔父》篇来，追宋玉赋《风》与《大言》《小言》等，其体遂盛，然赋之本体犹存，及子云《长杨》，纯用议论说理，遂失赋本真。欧公专以此为宗，其赋全是文体，以扫积代徘律之弊”⑩。从赋体到文体的演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祝尧提到的是头、尾。在唐代，新文赋的发展是以李华、萧颖士为先导，以韩愈、柳宗元、陆参、杨敬之、李观、刘禹锡等人为过渡，以杜牧《阿房宫赋》为里程碑的。《阿房宫赋》既然归属于这个体系，自然也要受它们的影响。以赋的开端为例，杜牧《阿房宫赋》云:“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而陆参《长城赋》起首为:“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这种三言四句，音节迅急的组构方法显然是前后相承的。

    中间的“明星荧荧，开妆镜也”一段，陆参《长城赋》里也有类似的造句与构思:“边云夜明，列云桦也;白日昼黑，扬尘沙也;筑之登登，约之阁阁，远而听也，如长空散雹;蛰蛰而征，沓沓而营，远而望也，如大江流萍;其号呼也，怒风萍旬旬;其鞭朴也，血流纵横。”杨敬之《华山赋》的句式更加相似:

“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堆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侄，台九层矣;酶鸡往来，周东西矣;蟆朦纷纷，秦速亡矣;蜂案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杜牧无疑会从这些赋作中吸收养分，并推陈出新。

    中晚唐古文家都推崇秦汉文章，新文赋的形成当然也有对秦汉文章尤其论体的借鉴。《阿房宫赋》从《过秦论》而来，实为其中典范。就文体言，《过秦论》可谓以赋为论，《阿房宫赋》则以文为赋，两者都有铺陈夸张，两者都用对比，两者都用凝练而又生动的语言，句式都整齐而富有变化。便是赋末议论中的“也”字句式，饶宗颐先生也认为是有意学习《过秦论》的:

        《吕氏春秋》)其末段“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以下专用“也”字叠至七次，行笔可谓浩乎其沛然矣。而《过秦》结语，“且夫天下非小弱也”以下，亦用“也”字叠至九次，显自《吕览》变化而来。而《阿房(宫)赋》末段议论，叠化为比较句法，用“多于”者五次，“灭六国”句以下，专用“也”字收束凡六次，则学《过秦》痕迹犹历历可睹。⑩

    中晚唐时代，文学创作中破体为文的现象很普遍，辞赋也常常参与其中，杜甫的《北征》，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欧阳詹的《珍祥论》，韩愈的《南山诗》《进学解》《送穷文》，柳宗元的《乞巧文》《骂尸虫文》等，便是辞赋与他种文体交叉的结果，但这些文章的主体还是文，所以并不以“赋”称。《阿房宫赋》以“赋”为题，在文体演变历程上当然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

    2.《阿房宫赋》的文体特征与地位

    学界历来对《阿房宫赋》在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肯定的。

    周中孚《郑堂札记》云:“宋人以文为赋，非宋人之创造也。远则宋子《登徒子好色赋》，近则杜牧《阿房宫赋》，心摹手追，流荡忘返，适成一代风气。”⑩祝尧《古赋辨体》说:“至杜牧之《阿房宫赋》，古今脍炙;但大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矣。”⑩马积高先生《赋史》分析了《阿房宫赋》的艺术技巧，认为它的艺术想象“正是新体文赋所追求的艺术境界”⑩。郭维森、许结先生的《中国辞赋发展史》亦谓《阿房宫赋》是“文赋典型”，这些评价或

褒或贬，但都强调了《阿房宫赋》的变创性。

    而这种变创性最重要的体现便是相较于以往的以赋为论、以赋为文而言，《阿房宫赋》是以论为赋、以文为赋。杜牧曾主张为文“以意为主”: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圆固，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答庄充书》

辞赋最大的弊端就在辞华意鄙，所以杜牧的“以意为主”其实也可看作是新文赋的重要标志之一。

